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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时务学堂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探索
*1

朱汉民 胡长海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长沙 410082)

【摘 要】：湖南时务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所著名的学堂，也是湖南第一家新式学堂。在教育宗旨上，时务学

堂将中国传统书院的人格教育与近代西方大学的知识教育结合起来，以培养出既有士大夫精神人格、又拥有西方社

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知识和思想的近代知识分子。在教育内容、课程安排上，时务学堂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内容与

西方大学教育教学课程结合起来。在教育方法上，时务学堂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方法与西方大学教育教学方法结合

起来。时务学堂兼传统书院与近代大学之长的特点，为中国高等教育转型做出了重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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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动中国教育的近代化，20 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中国传统书院的废除与西方高等教育体制

的引进。由于当时十分特殊的国际环境和政治背景，1901 年清廷下令废除书院，延续一千多年的书院被视为历史糟粕而抛弃，

书院在千余年发展历程中所积淀的文化精华并未成为中国大学文化的组成部分，而新的教育体制却完全是靠引进、仿效西方而

建立，当时政治界、知识界似乎并没有能够冷静下来，思考是否应该将中国传统书院与西方高等教育结合起来，建立起一种既

有世界近代大学长处并合乎世界发展潮流、又具有中国文化传统和教育特色优势的教育体制。这种建立近代高等教育体制的方

式，不仅使中国传统教育与中国近代教育之间出现明显的断裂，还导致新的中国近代教育出现许多问题。书院改制之后，许多

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纷纷发表自己的批评意见。如胡适就曾感慨:“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
[1](P111)

青年毛泽

东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也认为中国近代学校存在问题，提出要结合中国书院和西方学校的长处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中国古代书院是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机构，从唐中叶开始至晚清教育改制，书院作为一种主要的文化教学组织延续了一千

多年之久。书院通过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创新和传播高深学问，产生了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书院精伸，也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

传统特色的教育体制、管理制度和教学方法。书院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具特色、最有地位的教育机构，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

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但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没有积极传承中国传统书院的精髓，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仍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历

史任务。

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晚清时期的政治界、知识界其实有人在做这一方面的思考和探索。晚清湖南时务学堂的开始创办

和教育实践，就是这一方面的积极探索。今天，正值湖南时务学堂创办 120 周年之际，重新考察他们关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思

考和探索，是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的。

湖南时务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所著名的学堂，其重要历史地位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政治上，它几乎与维新运动相伴而

生，并且成为维新派传播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参与维新运动的政治重镇；其二，教育上，它是湖南第一家新式学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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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较早的新式学堂之一，为中国高等教育转型做出了重要探索。由于时务学堂在政治上影响太大，以往对时务学堂的研究，

特别重视它在中国近代史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影响，而对它为中国高等教育转型做出的重要探索却讨论不多。

湖南时务学堂其实是中国高等教育近代转型的一种重要尝试，其办学特点就如梁启超自己表示:“超之意欲兼学堂、书院二

者之长，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学堂之法教之；专学中学不学西学者为外课，用书院之法行之。”
[2](P248)

梁启超在此举教法而讨

论时务学堂“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其实时务学堂在教育上的探索，远不仅是课程方面。本文的重点，就是综合讨论时务

学堂如何推动近代高等教育的改革，主要是探讨其兼传统书院与近代大学之长的特点。

1897 年 1 月，由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领衔，正式呈报湖南巡抚陈宝箴，在湖南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得到官府的同意。这一

年 8月发布的《湖南时务学堂缘起》，阐明了时务学堂设学校、养人才的原因。湖南巡抚陈宝箴又发布《时务学堂招考示》，

宣布“本年议定暂租衡清试馆开办，延聘中西学教习，择期开学，先行招考六十名入堂肄业”
[3]
。委派黄遵宪、熊希龄具体负责

学堂筹备事宜，任命熊希龄为提调，主持一切行政事务。接着，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聘请李维格为西文总教习。

梁启超专门为学堂制定《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进一步确定时务学堂的教育宗旨与教学要求。后来因为时务学堂卷入维新政治

运动，1899 年 2 月改为求实书院，1902 年求实书院更名为湖南省城大学堂，1903 年湖南省城大学堂与改制后的岳麓书院合并组

建湖南高等学堂，到了民国以后又转型为湖南大学。

时务学堂作为湖南的第一所近代新式学堂，是湖南近代化教育改革的开端，标志着湖南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型。考察

《湖南时务学堂缘起》《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等一系列文献，以及时务学堂创办以后的教学活动，

可以看到本学堂确实体现了主办者“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注重中西并重”的教育理念，对推动中国式近代高等教育的建

立做出了很好的探索。

我们现在从湖南时务学堂的教育宗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三个方面，考察一下时务学堂是如何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

贯彻中西并重的教育的。

首先，湖南时务学堂在教育宗旨上，将中国传统书院的人格教育与近代西方大学的知识教育结合起来，以培养出既有士大

夫精神人格、又拥有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知识和思想的近代知识分子。

梁启超在专门为学堂制定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系统表达了他的教育宗旨。梁启超在《学约》中列出十条，他解释

其中最后两条是“经世”与“传教”
[4](P109)

，认为这是学生学成以后的目标，其实也就是时务学堂的培养目标。时务学堂希望能

够培养既能“经世”、又能“传教”的人才，其实就是一种具有传统士大夫精神气质的社会精英，这和中国传统书院的教育宗

旨十分一致。张栻《岳麓书院记》一文中，就确定了岳麓书院应该坚持“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
[5](P573)

的教育宗旨。当

然，梁启超在《学约》中提出的“经世”“传教”的内涵与古代书院宗旨有所不同，他们将近代教育的理念融入到儒家传统的

传道、经世之中。同时，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列出的以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和摄生等八条

为学堂每日功课，也体现了其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的教育宗旨
[4](P107-109)

。传统书院教育的最大优势，就是对作为社会精英的士

大夫人格的培养，《学约》中的立志、养心、治身、乐群、摄生等，均吸收了传统书院的人格教育理念。《学约》大量吸收儒

家经典和从事书院教育的儒家士大夫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引用了包括孔子、孟子、范仲淹、二程、朱熹、陆九渊、王船山、曾

国藩等儒家大家有关立志、养心、治身的种种教育思想。

另一方面，湖南时务学堂作为近代学堂，又强调学者对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知识和思想的学习。梁启超在《学约》

中对读书、穷理、经世、传教的规定，强调对近代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通识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学习。如对于如何培养“经

世”“传教”之人才，《学约》要求学习中西学的不同知识，其中既包括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还包括“西人公理公法之书”

“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及各国报章”
[4](P109)

，以及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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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湖南时务学堂在教育内容、课程安排上，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内容与西方大学教育教学课程结合起来。

如何培养一种能够像中国传统士大夫那样既能“经世”、又能“传教”的推动中国近代化的社会精英?除了《时务学堂学约》

之外，梁启超还制定了《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最后颁布的《湖南时务学堂开办大概章程》就是依据于梁启超的《学约》

和《功课详细章程》。对于时务学堂的课程设置，时务学堂的几个重要文件，均有不同程度的规定。时务学堂的课程分为两种:

溥通学与专门学。溥通学是所有学生皆当通习的通识教育，内容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如算、理、公法、格物诸学)、中

外史志及初步的格算诸学。时务学堂的溥通学包括中学与西学两方面的功课，其中既有包括《四子书》《朱子小学》《左传》

《国策》《通鉴》《五礼通考》在内的中学课程，还有包括各国语言文字与相关算学、格致、天文、舆地的西学课程。专门学

则相当于现代大学的专业教育，时务学堂要求每人各学一门专业课程，专业课程包括有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凡初入学堂，

六个月以前皆学溥通学，至六个月以后学专门之学。
[6](P206-211)

其三，湖南时务学堂在教育方法上，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方法与西方大学教育教学方法结合起来。

传统书院教学方法包括人格修炼的方法和知识教育的方法。时务学堂首先继承了书院的人格修炼教学方法。《时务学堂学

约》强调“养心”，就来自于理学家在书院的“半日静坐，半日读书”
[7](P2806)

教学方法。梁启超要求每日当以一小时或两刻功夫

为静坐时间，他认为通过静坐，“一敛其心，收视返听，万念不起，使清明在躬，志气如神”
[4](P107)

。又如《时务学堂学约》强

调“治身”，亦来自理学家在书院的教学实践，梁启超要求“治身之功课，当每日于就寝时，用曾子三省之法，默思一日之言

论行事，失检者几何，而自记之。始而觉其少，苦于不自知也；既而觉其多，不可自欺，亦不必自馁”
[4](P108)

。另外，梁启超的

许多知识教育的方法，也吸收了传统书院的教学方法。南宋理学家主讲书院时开创了许多新的教学方法，包括“会讲”“日课”

“问答法”和“开讲”等，梁启超在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时继续沿用这些教学方法，他在学堂采用的讲学制度，既有堂上讲授，

也有同学会讲，还有札记册、问答法和讲学制度等教学方法，其实均与传统书院相同或相似。

时务学堂又采用了西方大学教育的所谓“学堂之法”，实际上就是指班级授课制。《时务学堂更定章程》
[8](P388)

规定:将所招

收的学生分为两班，各选中文领班学生照料和指导、领班学生呈中文札记，同时也考虑了到时再设西文领班学生的问题，实际

上就相当于班级授课制。这种制度在中国传统书院教育中没有，完全是近代西式学校传入后才出现的。时务学堂的教学实践中，

在从事自然科学的教学时，还使用了观察和实验教学的方法，这一点完全符合自然科学的教学规律。时务学堂的西学教习在中

国近代科学教育教学方面，还进行了各种有益的尝试和积极的探索。

教育学界有一个普遍的观念，即认为中国现代的高等教育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并没有很好地吸收中国悠久的高等教育传

统。中国现代大学体制之所以是一种舶来品，这是由近代中国特定政治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然而，制度移植的历史性原因并不

具有必然性与合理性。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反复强调，“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
[9](P221)

如果我们回

到中国近代教育的起点，我们会发现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早期学堂，不少思想家、教育家在艰难地尝试着将中国传统教育与引

进的西方近代教育结合起来，努力建立中国特色的近代教育。应该说，他们的经验是值得当代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大学参考学

习的。

确实，以书院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教育体现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完全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而且，教育是一个民族精神的

重要体现，而民族精神是无法模仿的，正如梅贻琦所言:“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故制度为一事，

而精神又为一事。”
[10](P46)

所以，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需要建立在深厚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基础上，对中华优秀教育文

化传统加以现代化转化，使现代中国大学呈现出鲜明的中国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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